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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汉赋的兴

起。虽然目前我们对汉赋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

仍然有很多疑问无法完美地解决。严格来说，与汉

初“辞赋”不同，真正称得上“汉代”之赋者，应该是汉

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以后的赋作。此前陆贾、贾谊赋，

以及曾游吴、梁的枚乘、邹阳、严忌等人之赋，带有鲜

明的“楚赋”(或者说先秦楚辞)特征。司马相如入梁

以后，汉赋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汉武帝注

意到他的《子虚赋》之后，才开启了具有汉代性质的

辞赋之门。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又产生于梁孝

王时期，某种意义上说，汉赋的兴起与发展，梁孝王

文人集团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要研究汉赋

的兴起与渊源，最绕不开的就是梁孝王文人集团的

“东苑”(又称“梁园”)。汉初文学的翘楚，亦多在梁。

所以，鲁迅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汉初文学的实际情况

是，“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其文学

代表人物有严忌、羊胜、公孙诡、韩安国、司马相如

等，“皆词赋高手”①。这种概括，给予了梁孝王文人

集团以很高的文学评价。

为研究方便，我们将梁孝王及其群臣以东苑为

中心形成的这个“文学群体”，姑且称为“东苑文学”

或“梁园文学”。由于后者较为知名，且容易为人所

理解，故统一称为“梁园文学”，以便将该集团作为一

个独立的文学组织与活动形式提出来，供学界讨论。

目前所见各种文学史，或对“藩国文学”偶有涉

及，但对“梁园文学”的地位与重要性认识不足。刘

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单列《中原文

学一瞥——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一章，从历史上

记载的梁孝王集团的文人及其作品、《西京杂记》记

载的梁孝王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谢惠连《雪赋》记

载的梁孝王与邹阳等兔园赏雪入手，对这个文学集

团的作品、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②，无疑是对“梁园文

学”研究的一个推进。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汉

赋的起源与发展具有原动力作用的“梁园文学”给予

必要的重视，并对此时期推动汉赋产生的各种动力，

对汉赋的写作主题、目的与作用，作较为深入的辨

析。而这些话题，皆与“皇权”与“神仙不死”具有密

切关系，兹由此入手，尝试分析。

“皇权”与“不死”
——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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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权介入辞赋与梁园文学的“神仙不死”思想

辞赋真正走上汉代的文化前台，从此受到帝王

的高度重视，进入文人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其功臣

无非刘勰所言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

雄、枚皋、东方朔八人③。但依据刘勰之言，陆贾、贾

谊不过是始作俑者，王褒、扬雄继承前代赋风，枚皋、

东方朔则又趋下风。真正推动汉赋成为一代之文的

关键，则是刘勰所言“枚马同其风”的枚乘与司马相

如。此二人恰恰皆为梁孝王的座上宾。可以说，汉

大赋的兴起，第一功臣无疑是司马相如，但司马相如

学赋的梁孝王东苑，无疑最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作为“以赀为郎”，好不容易由蜀地进入京城的

司马相如，为何轻易辞官从长安走向藩国——梁孝

王的属地？史书记载说是因为汉景帝“不好辞赋”，

可能使我们更多留意到司马相如对“辞赋”的重视。

如果从梁孝王“好辞赋”的角度看，司马相如游梁，首

先选择的是“辞赋”，其次是“人”(梁孝王)。但对于司

马相如而言，到底哪种力量使他认为学习“辞赋”较

“以赀为郎”更为重要？即使梁孝王“好辞赋”，如果

没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很难促使司马相如转投梁孝

王。因为，司马相如本来“以赀为郎”，他的“客游

梁”，第一不可能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因为从他投

奔梁孝王，直至梁孝王卒，他在经济上一直处于窘困

局面④；第二，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前有辞赋名家陆

贾、贾谊长期生活在长安，当时长安好辞赋者当不在

少数，即使汉景帝“不好辞赋”，也阻止不了其他人的

“好辞赋”。司马相如选择离开京城的背后，或者另

有玄机。

汉景帝曾有传位于梁孝王的想法⑤，而这一提议

也得到了他们的母亲窦太后的支持。虽然此事最终

未能成功⑥，并且仅见于《梁孝王世家》，不见于《孝景

本纪》，甚至史书明确记载“以事秘，世莫知”，但在当

时梁孝王周围文人中，或是公开的秘密。《资治通鉴》

记汉景帝与梁孝王对话事，在汉景帝前三年丁亥年

(前154)；记司马相如“从游”，则在上一年(前155)“筑

东苑”之后。然次年(前154)冬十月，“梁王来朝”⑦，是

知《资治通鉴》定司马相如入梁的时间有误，且与《史

记》所言有出入⑧。由此笔者判断：司马相如辞郎游

梁的时间，当在本年(前 154)汉景帝语梁孝王传位事

后。进一步推测，司马相如辞郎游梁，表面上是为了

学习辞赋，其实也有投机梁孝王的意图。汉景帝、窦

太后对梁孝王的信任与宠爱，是促使司马相如游梁

的表面原因；而梁孝王未来对“皇权”掌握的可能性，

则是促使他游梁的政治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司

马相如游梁时的赋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皇权”

介入的结果。

作为学习辞赋的最佳去处，梁孝王东苑无疑是

司马相如的首选。东苑，后世又称梁园、兔园、竹园；

此园建于“东”，是按照阴阳五行说法，东方为木，象

征万物生长⑨。这里聚集了严忌、枚乘、羊胜、公孙

诡、邹阳等文人，这也是吸引司马相如的主要原因。

如果将集中在梁孝王东苑的文人与文化，看作一个

比较特殊的群体，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东苑文人群”

或“东苑文化圈”。而其通过汉赋反映出来的总体文

学特征，可统一称为“梁园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就

是除了上述所言严忌、枚乘、羊胜、公孙诡、邹阳，还

包括后来的司马相如、韩安国等；其活动区域，主要

集中在以梁园为中心的梁地；其作品形式，以赋为

主，兼有部分散文作品。“梁园文学”最显豁的特征，

是受到了齐文化的深刻影响。目前保留下来的此时

期的“文学”形式主要为赋体作品，故本文所言“梁园

文学”，主要指的是他们的赋作。

有人根据出土文献研究，梁园以睢阳城内宫殿

为起点，东至今永城芒砀山 (即今梁孝王陵所在

地)⑩。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有一点是肯定的，即

按照今天的距离，当初东苑的东界，距离今齐地的西

界，不足二百公里；距离泰山，不足四百公里。梁国

的封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

县”，可以说明梁国的封地的北界，已抵达泰山附

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证明：梁孝王的封地，已

··3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21.5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经抵近战国齐地(甚至包括部分旧齐地)。这也是为

什么东苑有“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的原因。

另外，睢阳城距鲁、楚皆近。而贾谊在梁怀王时代由

楚入梁为太傅，或者也是楚文化进入梁国的关键。

这里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齐文

化”对梁孝王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封禅首善之区的泰

山及其封禅文化对梁孝王的影响；第二，梁孝王身边

的赋家，主要来自齐与楚，如枚乘、严忌、邹阳等，皆

由吴奔梁，其中邹阳为齐人，枚乘、严忌为东楚人(江
淮地区)；第三，梁孝王封地，处于齐文化、鲁文化、

楚文化的三种文化交汇区。就是说，梁孝王统治的

藩国，是各种文化群体的汇集地，其中楚文化、齐文

化、鲁文化是主流。当然，有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

由于梁孝王作为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少子，必然自

幼学习黄老，故黄老学说应该在梁孝王藩国大行其

道。从“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游梁，并成为

梁孝王座上宾分析，齐文化对梁地影响甚深。当时，

齐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鲁文化存在一定的博弈，

即使各地儒生之间，也是如此。可见，入汉以后，齐

文化与鲁文化甚至与其他地区文化的矛盾与斗争，

是秦始皇、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有趣的文化问题。

但齐文化的影响，应该对梁起到了最直接、最深

刻的刺激作用。对由京城进入梁地的司马相如而

言，梁毗邻齐的事实，也证明齐文化对司马相如影响

深刻。司马相如《子虚赋》中齐、楚之辩，以齐为胜，

或者反映了一点问题。其中的原因即在于齐文化中

两大特殊元素：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泰山，

二者皆与神仙不死有关。前者主要与“神仙”有关，

如《史记》《汉书》记载海上有神仙及其所居之仙山，

秦始皇、汉武帝多次派人赴海上求仙；后者主要与

“不死”有关，如泰山在汉代的信仰中也属神山，传说

山上有不死神药(如诗文、纬书中所说的“玉浆”)，且
泰山“主召人魂”，在当时属于“灵冥世界的一部

分”，有可能掌管着人的魂魄，是人死后魂归之

所。因此，与泰山有关的封禅，更是与神仙不死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使用的是“不死”与“皇

权”对应，未使用“长生”，就在于“不死”观念的产生，

主要与方士改造过的黄老思想有关，如《韩非子·外

储说左上》有“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之说，说

明“不死之道”与王权、皇权有密切联系。秦始皇、汉

武帝后来的封禅，即“合不死”之意。后来，“不死”成

为一种观念，影响了两汉人的世界观。另外，“不死”

之药，在6、7世纪南印度佛教中的不空罥索密法中有

所反映。中国先秦既有的这种“不死药”法，与之有

何思想联系，值得深究。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判断：梁孝王时

期产生的赋作尤其是齐人赋作中，主要的文章主旨，

应该是“神仙不死”。梁孝王本人“好辞赋”，也应该

与此类观念有关；司马相如游梁学习赋作，主要也是

为了此类观念。他在梁园撰写的《子虚赋》草稿，就

应该有大量神仙不死的描写。只不过由于后来人

(如司马迁)的删削，我们已经无从掌握此类描写的数

量而已。在此基础上，汉赋的兴起，已经是蓄势待发

的问题。司马相如，也在冥冥之中等待比梁孝王还

要喜爱辞赋的汉武帝的召见。

二、“皇权”与“不死”的结晶——“梁园文学”

梁孝王卒，“梁园文学”的中坚力量陆续被汉武

帝全盘接收，成为汉武帝的御用文人。这里有一个

问题：梁孝王一度是汉景帝、窦太后欣赏的继任者，

可以说是与汉武帝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汉武帝

即位之后，不但没有打击梁孝王使用的文人，而且全

盘接收并非常欣赏他们的作品，其背后的原因，除了

汉武帝好辞赋的主观因素，还有当时的主流思想以

及“梁园文学”中的“神仙不死”观念。毕竟，汉武帝

生活在黄老之学与神仙不死观念盛行的时代。武帝

的童年基本上被笼罩在这种思想之下；而其即位之

后，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仍然掌控着大汉帝国的信

仰。这一点，对年幼登基的汉武帝不能不有所影响。

汉赋兴起的同时，汉武帝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另

··3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5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一件大事，就是封禅的实施。汉武帝封禅的本质，与

秦始皇“封禅不死”观念完全一致。这导致了大量

“神仙”传说的出现，方士成为当时受人尊敬的职

业。但同时，儒生是当时较方士更为庞大的文人群

体，并且自先秦以来一直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参与

者。在此，儒生与方士之间在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与

斗争，是秦始皇至汉武帝中期的主要问题之一。

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封禅，因封禅礼仪的需要，征

召大批儒生、方士随行。据《史记》之《秦始皇本纪》

《孝武本纪》《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似乎

儒生是被排除在封禅之外的。其实，根据相关文献

分析，当时儒生、方士之争，主要在封禅的具体仪式

或封禅器物的识别能力上。在具体的封禅礼仪上，

秦皇汉武采纳的是方士的说法；而在封禅过程中颂

文之类的文本制造上，他们实际上依靠的还是儒

生。在此，秦汉统治者实际上是从“政治实际效用”

的角度，将方士视作“技术化”人才，而将儒生视作拘

泥于《诗》《书》不能融通治世之“腐儒”，故儒生有被

政治边缘化的倾向。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儒生的方士化”。董仲舒等人偏离“醇儒”路线，将

阴阳五行纳入经学阐释的做法，无疑是这种社会政

治思想的反映。

某种程度上说，“皇权”与“不死”的介入，成为汉

初辞赋文本产生的一大推手，同时也成为早期汉赋

文本书写的两大主题。也就是说，汉武帝之前及其

初期的辞赋，并非因为其歌功颂德才为武帝所欣赏，

而是因为多数写神仙题材，才引起了武帝的注意。

而汉武帝见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之前，“梁园文学”

中的辞赋作品，已经出现了“神仙不死”题材。

“梁园文学”受到了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齐文

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神仙不死”。有人考

证，与“神仙”有关的“齐地八神”，即是夷人的生命之

神，其兴废与神仙思想紧密相关，因此“仙”的思想在

夷人那里可能很早就出现了。就此而言，深受齐文

化影响的“梁园文学”辞赋，绕不开“神仙不死”话

题。另外，梁孝王如同窦太后一样，尊奉黄老，而黄

老也是信仰“神仙不死”思想的。

西汉早期，梁孝王统治的梁地，弥漫着浓郁的

“神仙不死”气息。在今河南永城发掘的梁孝王刘武

长子梁共王刘买的墓穴中，发现了中国早期的彩色

壁画，上有与神仙不死有关的“四神”、仙鹤、白豹画

像。墓壁顶部，有龙、朱雀、白虎、怪兽神像，后世题

名为“四神云气图”。其中的怪兽，有学者以为是玄

武。龙居中央，前与神兽，后与朱雀、白虎形成遨游

天际的图景。龙足、龙尾与朱雀颈部皆有荷花图案，

且朱雀口衔龙角，龙须勾连神兽之尾，具有较为明显

的仙界生活景象。龙尾部的白虎，攀援木上，口衔灵

芝，蕴含着“长生不死”主题。值得注意的是神兽形

象，鸟首，背有鳍，一翼，似传说中的应龙；而其身又

似龙，非常像《山海经》中所说的鸟首龙身神。无论

如何，此神兽疑与黄帝时期杀蚩尤的黄龙有关。这

样的话，此四神图就与黄帝传说中的“神仙不死”有

关系。

另外，亦属梁王墓群之一的僖山汉墓的画像中，

也有神兽、瑞兽图案，如苍龙、三首人面兽、熊虎斗

图、鸟首翼兽等形象，说明此类神兽，皆神仙生活中

的不死之神。而梁共王墓侧壁上的仙鹤、白豹图像，

则与西王母神仙思想有关系。图中鹤与白豹立于神

木之上，遥遥相对；鹤后下方为灵芝图案，表明长生

主题。值得注意的是白豹形象，白豹兽身，似鸟首，

与僖山汉墓壁画中的图像相同。在《山海经》等文献

中，西王母的形象是人与豹的混合，且“母”即“貘”之

音假，貘即白豹。如果此推断可靠，则梁共王墓壁

画中的白豹形象，就与西王母有关。综合此处所论，

梁共王墓壁画中就存在着与黄帝、西王母有关的思

想。这种思想，反映的是梁孝王时期的主流观念。

就此而言，梁孝王时期的辞赋作品中，必然对此类思

想有所体现。

例如，严忌《哀时命》，具有非常明显的神仙描

写，并且有与西王母有关的文献。如：“愿至昆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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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揽瑶木之橝枝兮，望阆风之

板桐。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昆仑乃西

王母所居仙山，钟山、阆风、板桐皆神话中的神山，弱

水为流经昆仑山的神话中水名。再如：“凿山楹而为

室兮，下被衣于水渚。雾露濛濛其晨降兮，云依斐而

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

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

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枭杨先

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

与。”“凿山楹而为室”有隐居修仙之意；下文的“仙

者”、赤松、王侨，皆神仙人物；“枭杨”即狒狒，为山神

名；白虎、白鹿是皆与神仙有关的意象。这些文字，

在《哀时命》中所占比例未必很大，但足以说明，“梁

园文学”中的赋，对神仙题材多有表现。

枚乘《七发》，成篇时间不明，或以为在吴王刘濞

谋反之前，或以为在梁孝王卒、枚乘归淮阴后。这

两种说法，不是太早，就是太晚。笔者以为，此赋主

要讲“养生之道”，当作于六国之乱被平、枚乘游梁安

定之后为宜。因此，本文将《七发》归入“梁园文学”

之内。

《七发》如何讲“养生”？以往，我们总以为《七

发》的主要目的是讽谏吴王，或者以为是劝谏帝王不

要穷奢极欲。事实上，从全赋内容看，全部是讲“养

生”“延寿”之道，符合道家学说。如全文从音乐之

乐、美味之乐、驾乘之乐、美景之乐、校猎之乐、观潮

之乐六个方面发问，以楚太子皆不能起病为喻，借太

子之口说明此皆非养生之道。下一步，吴客本来要

给楚太子所说的“要言妙道”，实际上以道家“养生”

甚至黄老“不死”为主。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赋

文，提供两点证据：

其一，枚乘《七发》中的“要言妙道”，作者未作详

细介绍，然据其中“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

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

之，万不失一”以及“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分

析，这第七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包括孔子、老子、孟子

在内的“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之言。其中所举九人

中，杨朱(宣扬“为我”思想)、庄周、魏牟(庄周弟子)、便
蜎(传老子之学)、詹何(继承杨朱道家之学)、老子六人

皆属道家学说，是知吴客之言以道家学说为重。

其二，赋中前后两次提及“要言妙道”，“要言”即

赋中的七个内容；“妙道”本应在“太子岂欲闻之乎”

之后，今却不见。这部分内容，笔者怀疑或者亡佚，

或者被删去了。否则，上文七个发问，皆未打动太

子，如何在“太子岂欲闻之乎”之后，并无具体内容的

情况下，太子即“据几而起”，“霍然病已”？无论从道

理上，还是从全赋内容的比重上，这都说不过去。再

进一步分析，这个亡佚或被删去的部分，应该从道家

(老子等六人)、儒家(孔子、孟子)、墨家中选择一种学

说进行阐发。根据此处代表人物的比例与汉初学说

的实际情况，此后吴客之言，必然以道家甚至黄老学

说为主。道家讲养生、神仙，这说明《七发》中有神仙

题材描写。

北大简《反淫》与枚乘《七发》具有文本联系，并

且具有比《七发》更明确的神仙不死描写，如“西游昆

仑，东观扶桑”，“寿极无穷”等。《反淫》中的两个主

角，魂与魄子，显然属于神仙不死思想。从这个意义

上说，《反淫》显然保留着汉初赋作中被后来者删去

的“神仙不死”描写。笔者怀疑：《反淫》文本中的“魂

魄对话”，如果换成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出现，就是

枚乘的《七发》文本。

上述现象使笔者怀疑，司马相如“客游梁”的原

因，就是“皇权”与“不死”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在

司马相如赴梁之先，梁孝王已有储君之象，此即

“皇权”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作用；另一方面，梁孝王

集团辞赋作品中的“神仙不死”题材，也是吸引司

马相如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即“神仙不死”所起的

作用。进一步言之，司马相如赴梁学习辞赋，是由

“皇权”与“不死”合力促使成行的。而他在梁学赋

的文本，亦多“神仙不死”题材，这会进一步增大其中

“神仙不死”题材的比重。

枚乘之后，司马相如迅速开启了自然风物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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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此后，汉赋对方位特别强调，并对山、石、

水、林着重描写，与《山海经》保持着某些相似联系。

例如，《山海经》写山，皆从山的位置、有何草木或奇

石、水的流向入手，可知神仙所居之地，多山、林、石、

水，并且其方位是特别强调的一面。其中记载的西

王母、昆仑山、幽都山等，又见于《淮南子》及汉代纬

书，皆与神仙不死思想有关。

今所见《子虚上林赋》，一方面是司马相如后来

改写的，另一方面经过了司马迁的删削，故已经看

不到他如何写“帝王之仙”。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判

定：其中大量对方位变化、奇山异石、奇珍异草的描

写，应该保留着某些神仙思想的痕迹。进一步看，

其中的山、石、草、木描写，或者有符合“神仙不死”

的成分。

因此，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本质上也是写

神仙不死。《史记》记载：“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

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由此处司马相

如将“子虚”“上林”与“好仙道”联系起来看，此赋本

来是写“仙道”的，并且这个“仙道”，与《大人赋》中的

神仙一样，皆属于“帝王之仙”，非“列传之仙”。虽

然颜师古、王念孙等人对“儒”“传”的说法不一，但有

一点不容置疑，司马相如早期的《子虚上林赋》，与后

期的《大人赋》一样，皆写帝王之神仙：非“山泽间形

容甚臞”之仙，而是帝王园林中的神仙，并且是与“甚

臞”相反的“丰腴”之貌。

目前所见《子虚上林赋》，被分作两篇，上篇为

《子虚赋》，为楚使子虚、齐乌有先生各自夸耀本国之

事。子虚之辞描绘云梦大泽，提及其中有山，能够掩

蔽日月，上接青云，下连江河。这显非人间之山。随

后子虚描绘其土，“赤黄青白，五色离陆”；其石，“赤

白相间，玉光闪烁”；其果木，“青黄杂糅、光彩鲜艳”；

其禽兽，“斑斑可观，无色不有”。其中的“丹青赭垩、

雌黄白坿”以及各种香草，皆可入药；他如“神龟蛟

鼍”“鹓雏孔鸾”“白虎玄豹”，虽有来历，然疑所写皆

属神仙之物。至于写“郑女曼姬”，极力描绘她们的

服饰、装束以及动作，赞叹她们“缥乎忽忽，若神仙之

仿佛”。如果我们忽略此处为实写，子虚所夸饰的

内容与形式，是否受到了神仙思想的影响？《史记正

义》引《战国策》云：“郑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于衢，

不知者谓之神仙。”后世的注释，如果将此处看作实

写，是否有将史实以就虚造之嫌？

另外，子虚之辞较多，乌有先生之辞不足子虚三

分之一。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乌有先生之辞本如子

虚之辞一样，多夸饰，然被后人删削。其所删削部

分，应如子虚之辞形式上大致一样。虽然如此，从乌

有先生了了数语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神仙思想的

痕迹，如其中所言琅邪、成山、芝罘，皆秦始皇封禅泰

山时的齐地八神。

笔者怀疑，乌有先生被删削的辞，或者能在《封

禅书》中找到痕迹。如乌有先生之辞为：“且齐东陼

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

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史记·封禅书》

记齐八神之辞为：“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

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

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

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如将二

者之辞稍加修改，合并一处，似乎并无扞格不通(括
号内为《封禅书》文字)：“南有琅邪，(在齐东方，岁之

所始)。观乎成山，(山斗入海，居齐东北，迎日出

云)。射乎之罘，(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浮勃澥。”

当然，即使增加这些词语，上乌有之辞在规模上

仍然无法和子虚之辞相比。但如果乌有所言涉及齐

地八神，其规模会更加增大。笔者怀疑，乌有被删之

辞，很可能与“八神”的兴废有关。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的赋

是“虚辞滥说”，近似于诸子虚妄之说，其中当有神仙

不死思想；司马迁又说司马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

俭”，却符合养生学说。我们推断司马相如赋多神仙

思想，当合乎史实。可见，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本

来是写神仙，其主旨并非为某个帝王歌功颂德，《史

记》说相如见汉武帝读《子虚》《上林》，知其好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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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专门续写《大人赋》，就是这个原因。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是“梁园文学”的后期作品，其代表性不言

而喻。

综上，“梁园文学”的多数辞赋作品，大概皆与神

仙不死题材有关，这在此前迎合了梁孝王的喜好，后

来又恰好符合了汉武帝的喜好。这是汉武帝在封禅

前后大量接纳这些文人的主要原因。

梁孝王的好辞赋，属于皇权对辞赋文本书写的

第一次介入，这是促使司马相如游梁的主要原因，同

时使得“梁园文学”通过“不死”题材实现了对辞赋文

本书写的第一次改造。汉武帝对辞赋的喜好，客观

上造成了皇权对辞赋文本书写的第二次介入，并将

梁地的辞赋引入宫廷，实现了对辞赋文本书写的第

二次改造。汉赋文本的产生，是“皇权”与“不死”信

仰合力的结果。而从皇权的角度处理“不死”信仰，

就是皇帝的封禅。这在客观上实现了此前带有齐文

化、楚文化色彩的“辞赋”向“汉赋”的转化。冈村繁

就认为，当时属于楚系的长安宫廷辞赋与属于本地

系的江淮辞赋形成对立，至汉武帝发生了融合。至

于其融合的“契合点”，笔者以为就在于各系辞赋均

被皇权统一在“神仙不死”这一思想下，成为汉武帝

封禅泰山、追求长生的思想工具。而“汉赋”产生的

标志性事件，应该是司马相如觐见汉武帝，并撰写

《上林赋》。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只能称作

具有“梁园文学”特征的藩国辞赋作品，其《上林赋》

则是在藩国文学基础上对“大汉”的颂扬，属于具有

宫廷辞赋性质的“汉赋”作品。

三、披着“皇权”圣衣的“黄老”：“梁园文学”之

“不死”观念与黄老之关系

结合枚乘、司马相如赋中多神山、灵草，以及当

时的主流文化看，“梁园文学”中的神仙不死观念，应

该符合黄老学说。

汉景帝时期乃至此前，汉王朝的主流信仰就是

黄老。尤其是窦太后的“好黄老”，使得皇宫弥漫着

浓厚的黄老学说气息。这就给“黄老”深深印上了

“皇权”印记。

先秦黄老之学的流行区域，主要在战争比较激

烈的韩、赵、魏三地，其次是齐、楚；入汉以后，兴盛于

齐，其他地区也有流传。梁孝王时，传入梁地的齐文

化，最主要的应该是黄老。就此而言，梁孝王推崇齐

文化与黄老，或者与窦太后的好黄老有关。黄老本

来与神仙不死无关，至多蕴含着各种养生思想。后

来由于方士攀附黄老，“黄老学”与“方仙道”出现融

合，融合的时间，应在汉景帝之前。

秦始皇封禅泰山，其神仙不死观念，即属于黄老

之学体系。其证据有二：

其一，秦始皇称帝之后，信奉帝系始于黄帝之

说，故“或曰”论“五德终始”，自“黄帝得土德，黄龙地

螾见”开始，此其信奉黄老之学证据。后来汉武帝

继承秦始皇的封禅思想，其中一条就是采纳齐人公

孙卿之言，模仿黄帝封禅以致怪物与神通的方术。

公孙卿、丁公等方士之言，即齐地的黄老之学。另

外，秦始皇东巡海上，首先祭祀的就是“齐地八神”；

汉武帝东巡海上，继承了这个思路。后来汉宣帝又

有祭祀八神之事。这个“齐地八神”的作用，主要是

“延年”，并且八神皆蕴含着“永恒”“不死”的意

象。这正是黄老学说的核心思想。

其二，秦始皇采用的“五德终始”，属于齐文化，

其本意在于黄老之学、神仙不死，非针对王命而言。

如《封禅书》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

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其下，接着是宋毋忌等人“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的“方仙道”、驺衍的阴阳学，并称“燕齐海上之方士

传其术不能通”，由此分析，“五德终始”“方仙道”“邹

衍阴阳主运”说这三种方术，本来皆与神仙不死有

关，否则，当时齐人如何知道周必亡、秦必兴？为何

不言“齐为火德”？进一步而言之，与“阴阳”相关的

“五行”说，秦汉时期也与神仙不死有关。

由此可知，秦始皇、汉武帝之间的五德终始、阴

阳五行的初衷或者说某个方面，非惟针对王命、王统

而言，实有黄老“神仙不死”学说在其中。这种帝王

所好，也给秦与汉初的黄老抹上了“皇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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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七发》中的“要言妙道”，应属黄老之学。

事实上，《七发》中的七个发问，皆属人间之“学”的内

容。单纯的人间“要言”，未必真的能够打动楚太

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有神仙不死，才能打动

楚太子。毕竟，秦皇汉武都看重的神仙不死学说，在

楚太子那里必然奏效。因此，赋中两次提及而未做

解释的“要言妙道”，实际上即是与“神仙不死”有关

的黄老之学。吴客举九人，其中六人为道家，皆属老

子之学，然对老子的尊奉，是黄老道家共同的信

仰。吴客将要阐述的“要言妙道”之中，除了老子道

家学说，不排除包括黄帝学说的可能。根据秦末汉

初的实际情况，《七发》亡佚或被删的文字，很有可能

就是关于黄老学说的表述。这个推断，我们还可以

借助北大简《反淫》进行分析。

比较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与北大简

《反淫》，我们可以对黄老之学在汉赋中的发展轨迹

做一个简单梳理：枚乘《七发》单纯讲养生，未尝出现

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较为明显的“神仙不死”文字，

说明枚乘身处的吴地，或者说枚乘本人信仰的黄老，

仍然是先秦汉初以治国、养生为主的学说。司马相

如《子虚赋》，已经开始出现与“齐地八神”有关的文

字，而这正是齐文化被秦始皇采纳入封禅祭祀中的

元素。这说明入梁之后的司马相如，或者说梁地流

行的黄老，属于被齐文化、齐地民间信仰、齐地方士

改造过的思想学说，并且“神仙不死”思想已经被融

入黄老之学。《反淫》中的魂魄对话，证明此文有“魂

魄不死”观念，而黄老道相信魂魄不死、阴阳不死。

这说明，《反淫》中的黄老思想，已经是融合了“不死”

“阴阳”等思想的学说，具有齐地文化的特色。比较

《子虚赋》与《反淫》对黄老的表现，《反淫》更为直接，

数量也更多，不仅《子虚赋》无法与之相比，《七发》更

是望尘莫及。也就是说，《反淫》中的“黄老”属于方

士攀附黄老之学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由此推断，

《反淫》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目前所见赋作，找不到如《反淫》那样赤裸裸对

黄老道的神仙不死描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后来大

多数作品亡佚，现存作品中的黄老道“神仙不死”描

写被删除。其原因当然很复杂，大致说来，我们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导致“不

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在重新整理或收编此类赋作

时，对涉及黄老道的描写进行了删除。

其次，汉武帝封禅之后，对“神仙不死”产生怀

疑，不再喜好此类“神仙不死”描写，导致赋体思想发

生转向：由描写神仙生活转向部分地对现实生活的

直接表达。

再次，神仙不死说仍然存在，但除了黄老的“神

仙不死”说，西王母的“神仙不死”说又进入汉人主流

信仰系统。黄老道的神仙，大概属于“帝王之仙”，

故方取得上层社会的认同。西王母所居之处在昆仑

之虚，这种“穴处”特点，符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中所说的“列仙之传”，在当时主要属于民间信仰系

统。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西王母画像，见于西汉昭、宣

时期的卜千秋墓壁画，说明汉昭帝之前上层士人已

经开始重视西王母的“不死”信仰。这也为我们推

断汉武帝后期从主要信仰黄老“不死”转而信仰西王

母“不死”，提供了证据。民间信仰崇拜对象上移，

进入官方主流信仰系统，成为与其他“不死”信仰分

庭抗礼的一种信仰，说明当时的神仙信仰是多元的、

多层次的。西王母超越黄老道，其所居之昆仑山也

逐渐超越泰山、三神山成为神仙圣地，对后来道教的

神仙系统产生了主要影响。而赋文中关于黄老的

描写文字，则被同时代整理典籍者大量删除，相应保

留了关于西王母的表述。这种皇权与信仰对文本书

写、文本改造的干预，值得关注。结合此论，笔者提

出一个假设：《七发》最后一段被删或亡佚的文字，可

以结合《反淫》进行推导。

另外，汉初赋作中的神仙，皆属黄老。汉代的主

流思想，就是“神仙不死”。例如，封禅强调的是“不

死”，牛郎、织女神话，不仅仅歌颂爱情，而且将人间

生活与仙界生活联系起来了。汉墓中的龙虎，皆与

“不死”中的“飞升”有关。因为龙是仙界神兽，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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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龙得以飞升；虎是地上群兽之王，或者有与龙交通

的象征。五德终始、阴阳、五行，实质是讲国家、社会

与人的“不死”。

可以说，梁孝王的东苑，以及当时赋家的作品

中，主要与黄老学说的“神仙不死”有关。这就说明：

起码在汉景帝、武帝的大多数时间内，与封禅、园林

有关的赋作，大多体现着被改造过的黄老学说的“不

死”观念。

汉武帝的神仙幻想破灭之后，黄老之学必然走

向末路，其“皇权”色彩被大大削弱。“独尊儒术”的推

行，是黄老之学在汉代衰微的重要推手。汉成帝建

始二年废齐地八神，代表着黄老在西汉的终结。但

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皇权虽然抛弃了黄老，而“不

死”身上的“皇权”圣衣依然存在。信仰思想的变化，

必然促使汉赋写作风格发生变化。至刘向、扬雄、桓

谭时代，已经基本上将神仙作为书写的对象，而非歌

颂的对象。他们对汉赋功能、作用与写作的认识由

此发生变化。

四、“梁园文学”的确立及其文学史意义

以往我们一提到枚乘《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

上林赋》这样的作品，总是很自然地将它们的作用，

归结为委婉劝谏、歌功颂德。就其内容、形式而言，

这样总结也似乎有其道理。但结合上文我们的分

析，如果将所有的汉大赋的作用，都笼统称为“歌功

颂德”或“委婉劝谏”，又有简单化之嫌。

任何文本的产生，都出自特定的“作者”之手，然

而“作者”又受到特定的政治、信仰或其他社会因素

的制约。因此，“作者”的写作目的，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作品的“性质”和“作用”。就枚乘《七发》而言，作

者本意是为了劝谏，但最终归于养生，是对黄老之学

的体现。如果抛弃历史文本的解说，我们可以忽略

该赋讽谏吴王的说法，而将该赋的作用归为强调养

生、宣传黄老学说。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更是如此。如果过分

关注其中的夸耀成分，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歌功颂

德”。但如果按照司马相如本人的说法，《子虚上林

赋》与《大人赋》一样，属于“好神仙”之作，则以往的

旧说是否值得怀疑呢？

至此，我们可以将司马相如之前的辞赋做一个

文学史的总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司马相如入梁

前后，梁孝王的梁园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圈”，上文

我们将其称作“梁园文学”，是由以下几个条件所决

定的：

首先，这个“梁园文学”群体有一定的代表人物

与代表作品；有其写作共性，即写神仙不死题材；还

有后世的文学影响。这些代表人物，就包括上文所

说的枚乘、严忌、邹阳、司马相如以及后来的韩安国

等。其代表作品，《汉书·艺文志》、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皆有详细著

录，兹综合介绍如下：

枚乘，《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现存《梁王

菟园赋》《柳赋》见于《西京杂记》；《临灞池远诀赋》

《笙赋》仅存其目，见《文选》李善注；《七发》见于《文

选》；另有两篇上吴王书。

严(庄)忌，《汉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今存

《哀时命》一篇，见于《楚辞》。

邹阳，有《上书吴王》一篇、《狱中上书自明》一篇。

羊胜，《屏风赋》，见《西京杂记》。

公孙诡，《文鹿赋》，见《西京杂记》。

邹阳，《几赋》，见《西京杂记》。

公孙乘，《月赋》，见《西京杂记》。

路乔如，《鹤赋》，见《西京杂记》。

另外，其他还有丁宽《易》说三万言，韩安国

《韩子》。

在“梁园文学”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还

是辞赋作品，《西京杂记》记梁孝王集诸游士，各使为

赋，谢惠连《雪赋》记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为赋事，即

说明“梁园文学”对后世辞赋创作或文人具有一定影

响，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唐代。尤其是，江淹、谢

惠连与“梁园文学”有关的赋，说明“梁园文学”影响

下，已经产生了拟作、仿作。这是一个文学团体成熟

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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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遵循大体一致的信仰，掌握了辞赋的

写作方法，并用辞赋表现他们的信仰。从这个方面，

得以让我们管窥汉初文人的精神世界。

再次，梁园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反映了汉初文

学发展的新趋势。梁园赋家的本意，或者是为了迎

合国家信仰的需要，但也有大量表现其生活、交游、

宴饮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初文人的物质生

活状态与品位。他们可能已经开始随意以身边的事

物为对象，进行辞赋创作的训练，如《柳赋》《几赋》

《屏风赋》《文鹿赋》《鹤赋》《月赋》等。这些作品的真

伪或有争议，但起码在后人看来，“梁园文学”理应会

注意到这些题材。

最后，“梁园文学”有特定的主流文化——齐文

化的影响，又有楚文化的底蕴，故基本形成了刘勰所

言“兴楚盛汉”的文学理念。上文说过，梁地处于齐、

鲁、楚三种文化交汇处，在各种地区文化的博弈中，

作为楚人建立的大汉政权，上层统治者及其御用文

人，当然自有他们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楚文化”

必然会上升至特殊地位，成为其他各地文化的统领

者。梁孝王本为楚人，故他对楚文化也有很深的感

情。同时，此时梁孝王一度有入京为帝的幻想，“大

汉帝国”的美梦，必然激发他以及周围的人，有积极

服务于大汉王朝的意识。“七国之乱”中，梁国成为抵

抗叛军的中流砥柱，就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就此而

言，梁孝王时期的赋作中，已经存在刘勰所言的“兴

楚而盛汉”。

以上所述，也可看作是“梁园文学”确立的条件

与基础。针对“梁园文学”，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几点

结论：

第一，“梁园文学”不仅存在，而且为汉武帝初期

汉赋的兴盛储备了人才，是汉赋兴盛的主要推手。

其写神仙不死的共性、齐文化特征、对汉武帝封禅

的影响、与黄老之学的关系，都证明“梁园文学”的

确如鲁迅先生所言，是“天下文学之盛”的翘楚。

就这一点而言，汉代文学史的开端，是绕不开“梁园

文学”的。

第二，“梁园文学”与汉武帝初期的辞赋，并非专

门歌功颂德，也不能用“歌功颂德”笼统作为所有汉

大赋作品的文学特征。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写神

仙题材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梁园文学”的兴起、发展及其对后来的影

响，有辞赋文学本身发展的内部作用，同时离不开政

治、文化需要产生的外部推动作用。尤其是，我们看

到，辞赋的神仙不死题材及其与黄老之学的关系，迎

合了汉武帝好神仙的心理需求，从“信仰”角度推动

了辞赋的生产；汉武帝后来的封禅，除了儒家人物的

参与，还在吸纳司马相如《封禅书》的同时，大量招致

文人参与其中，这可以说直接从“皇权”角度为辞赋

发展打开了便利之门。

第四，“梁园文学”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个文学事

实，普通文人是将地方文化融入作品，并实现民间文

化与上层贵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中介。就汉赋的产

生而言，藩国与地方文化是汉赋酝酿、产生与革新的

重要土壤，后来皇权的介入，实现了汉赋的合法化与

标准化。可以说，某种文学形态的产生，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有时候，地方或民间才是新文学种子培

育与生长的适宜土壤。文学史上，新的文体的产生，

其策源地往往在民间，但其合法化或标准化，则需要

官方与民间的合力作用才能实现。归根结底来说，

地方文化、普通文人甚至民间文化是文学新变的主

流，皇权不过是将其插入花瓶，送上主流文学案头的

那只手而已。

第五，汉赋的产生，主要推手是“皇权”与“不

死”，而汉赋产生之后，很快又成为“皇权”与“不死”

的御用者。这充分证明一个事实：政治与宗教，在文

学新体的酝酿与产生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内部推

动作用。反之，某种文学新体产生之后，会很快服务

于政治与宗教，并迅速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具有代表

性的一代之文学。这种现象，在历代文学新变中都

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民间底层与宫廷上层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互动，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力量。

由此看来，一种新文学(表现在体式或思想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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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移动过程；而脱

离了需要它的特定时代，这种“新文学”又会缓慢地

出现从“中心”到“边缘”的滑动，最终被另一种新文

学所取代，直至消亡。文学史的发展，正如人类生

命的进程一样，不断有一个后浪推前浪的变化。这

种文学现象，我们姑且称其为文学的“边缘—中心”

论。这一点，其实可以概括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特

征，无论是经学、谶纬、史学、子学研究，都存在大致

类似的发展变化轨迹。

“梁园文学”给我们研究汉赋起源一个启示，即

“辞赋”的策源地在楚，但真正的“汉赋”的发源地在

梁。汉赋的直接起源，是否与梁地所受的齐文化有

关？如果说，《诗经》、楚辞是汉赋的渊源，其近因是

否应当从“梁园文学”身上寻找答案？枚乘《七发》、

司马相如《子虚赋》，无论是吴客使楚，还是楚使使

齐，其实都是出使问对之辞，而它们中又都离不开楚

国的影子，本此，出使问对、楚文化、齐文化、神仙这

四大元素，是否是汉赋产生的直接动因？这些问题，

还需要我们结合文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注释：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0页。

②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3-221页。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58年，第134页。

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

贫，无以自业”，即可证明。

⑤《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第2532页。

⑥《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535页。

⑦《资治通鉴》卷一五《汉纪七》、卷一六《汉纪八》，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104、105页。

⑧《史记·梁孝王世家》记筑东苑事后，称“招延四方豪杰，

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未提及司马相如。《史记》记筑东苑事在梁孝王第一次入朝之

前，可知司马相如游梁，当在梁孝王入朝后。

⑨《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注，第2534页。

⑩刘海燕：《西汉梁孝王东苑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3期。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533页。

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冈村繁全集》第1卷，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冈村繁认为早于司马相如的贾谊的辞赋学习，受到了

长安齐、楚之人，尤其是北楚系统廷臣作家的影响(《周汉文学

史考》，第126页)。这证明，在汉初的辞赋产生的过程中，齐文

化、楚文化对辞赋创作起到了主要作用。

故《史记·封禅书》称“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

善’”(第1678页)，根据后来汉武帝“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

儒不用”看，徐偃当为鲁儒生。而秦始皇曾“征从齐鲁之儒生

博士七十人”，可知齐、鲁儒生之间也有矛盾。

一般认为辞赋的策源地在楚，但入汉以后，吴、梁成为

辞赋中心，齐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年，第320页。

《孝经援神契》，赵在瀚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

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93页。

龚韵蘅：《两汉灵冥世界观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6年，第45-53页。

孙机：《仙凡幽明之间》，《仰观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第200页。

秦始皇封禅泰山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并非为了宣布王

权正统，而是因为神仙不死，所以《史记·封禅书》中齐人丁公

言：“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第 1677页)后来汉武帝的封禅

泰山，一方面有前秦始皇封禅的影响，另一方面，梁孝王引入

的齐文化对汉武帝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另外，从秦始皇、

汉武帝先封禅泰山、再赴海上求仙的思路看，秦汉方士有可能

设计了一套神仙不死的逻辑：即人王若实现长生不死，必须经

过封禅阶段的“不死”(或者向灵魂归宿的泰山祈求“不死”)，才
能走向下一步的海上“见仙”而长生。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

306页。

周广荣：《不空罥索密法探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
第2期。

刘跃进：《秦汉文史论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第72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44、1678、1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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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赋评注(汉代卷)》即持此论(见第1页)。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124页。

朱勇：《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从古代辞赋考察中华文化

的养生思想》，《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赵逵夫、韩高年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第20、21页。

傅刚、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文物》2011
年第6期。

萧登福：《谶纬与道教》，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

353-358页。

孙少华：《〈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

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702-3703页。

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卷五七下《司马相如

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册，第4178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42-3651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53页。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55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45页。

八神在汉成帝时期被废，故可知此处所删，若非司马迁

所为，当刘向时代整理汉赋时所为。

如果单纯因为歌功颂德，即使有狗监杨得意的举荐，汉

武帝也不至于从众多“歌功颂德”者中注意司马相如。

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冈村繁全集》，第 1卷，第

133页。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1975页。

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年，第13页。

汪涌豪、俞灏敏：《中国游仙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第24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43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78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44-1645页；《汉书》卷二

五下《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8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78页。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7页。

张华松：《八主析论》，《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46页。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140页。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318页。

在汉代，西王母的昆仑山如泰山一样，被认为有“不死

之药”(孙机：《仙凡幽明之间》，《仰观集》，第197页)。
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120页。

“帝王之仙”出自司马相如，先秦没有此类说法，如《史

记》之《赵世家》《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即可证

明。大概入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仙”逐渐被分阶层。汉

哀帝时期“行诏筹”事件中各阶层对西王母的信仰，说明西王

母在汉末已经被各阶层所接受。

司马相如时期，西王母信仰尚未成为官方主流，例如，

司马相如献汉武帝的《大人赋》，尚称西王母为“穴处”之仙，且

说其“虽济万世不足喜”。

蒲慕州引他人观点认为，仙人所居之地最初在东方海

上，后来转到昆仑山，与西王母一起成为人们求仙的对象(蒲
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7年，第 169页)。笔者判断，这不过是官方主流系

统对信仰对象的改变，民间仍然部分保留着长期以来的信仰

习俗。西方的西王母与昆仑山，并未完全代替东方的三神山

或黄老神仙，不过人们重视的程度有差异而已。

桓谭《仙赋》即为此类作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135页。

从儒术、汉赋对政治、信仰的“文之”作用看，经学、文学

一上来就成了政治与信仰的附庸与“点缀”。

当它不能被任何时代所认可的时候，该文学体式将会

退出历史舞台，使命完成，其生命亦将终止。

文学的“边缘—中心”论，属于文学的积极发展趋势；另

一个发展趋向，即“中心—边缘论”，属于消极发展趋势，故对

其命名将在文学上升趋势的主轴线上做文章，而不宜将其消

极或消亡趋势作为命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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